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阐 释 是“ 阐 释 学 ”（hermeneutics） 的 实 践 过

程，后者得名于希腊神话中传达大神宙斯意旨的神

行太保赫尔墨斯（Hermes）。今天它从狭义上说是

文学作品的意义解读；从广义上说则可视为一切文

本，包括文学文本与非文学文本、语言文本与非语

言文本的主题、架构、意指和审美乃至言外之意、

象外之意的解析。美国先辈人文主义批评家、当年

《镜与灯》的作者 M. H. 艾伯拉姆斯，在他一版再

版的《文学术语汇释》中，曾就“阐释学”的来龙

去脉有过如下一个简要说明：

“阐释学”这个术语最初是指专用于圣经的

阐释原理的形成。这些原理既融合了指导圣经

文本合法阅读的规则，也汇合了文本所表达意

义的各种注释和诠释。但是从 19 世纪起，“阐

释学”渐而用来指普遍性的阐释理论，即是说，

涉及所有文本，包括法律、历史、文学以及圣

经文本意义生成的原理和方法建构。［1］

艾伯拉姆斯对阐释之学的这个概括，在今天看来也

不无启示。阐释不光涉及意义的解读，而且事关解

读原则，即阐释模式和阐释理论的有意识或无意识

建树。唯其如此，本文将以艾柯、罗蒂、卡勒与张

江四人为例，分析阐释的四种模式，且将之分别命

名为小说家的阐释、哲学家的阐释、批评家的阐释

和理论家的阐释。这个命名诚然是权宜之计。如艾

柯的身份首先是符号学家，小说家是他的副业。卡

勒言必谈理论，要说他是理论家，也名副其实。名

与实的关系历来众说纷纭。在索绪尔，意义是为约

定俗成；在本文，命名的意义则是出自于语境。

一  阐释的边界

1990 年，安贝托·艾柯出版了一部文集，取

名为《阐释的界限》。仅就书名来看，它同艾柯当

年一夜成名的《开放的作品》，已是迥异其趣。当

年艾柯提倡作品开放论，被认为是将阐释的权力一

股脑儿交给读者。随着时过境迁，艾柯在功成名

就，特别假《玫瑰之名》畅销天下之后，发现读者

异想天开、天马行空的过度阐释，不免叫人啼笑皆

非，乃有心重申作者的权力，或者至少，作品的权

利。是以在该书导言中，艾柯开篇便引述了 17 世

纪英国自然哲学家，同时肩挑剑桥和牛津两家学

院院长的切斯特主教约翰·威尔金斯《墨丘利，或

神行秘使》中一则掌故。是书 1641 年出版，墨丘

利的希腊名字是赫尔墨斯，专门传达宙斯旨意的神

行秘使。阐释学一语，就得名于这位奥林匹斯山上

的神使。故事说的是：从前有个印第安奴隶，主人

让他去送一篮无花果外加一封书信。半道上，这奴

隶偷吃无花果，饱食一顿之后，方将剩下的果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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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收信人。对方主人读过信札，发现收到的果子跟

信上数量不符，责备奴隶偷吃，将他骂了一通。这

奴隶置事实不顾，赌咒发誓果子就是这些，信上写

得不对。后来奴隶再一次送果子并书信一封，信上

照例清楚写明果子的数量，奴隶照例又来偷嘴。不

过这回在开吃之前，为防止再次被骂，他取出信来，

压在一块大石头底下，心想书信看不到他偷吃，便

不会再来泄密。没料想这回挨骂比上回更甚，他不

得不承认错误，衷心钦佩这书信真是神力无限。于

是他死心塌地，从此老老实实，恪尽职守，再不敢

来耍心眼［2］。

威尔金斯讲的这个故事显示了文字确凿无疑的

符号功能。在艾柯看来，它在当代阐释家中启示其

实各不相同。事实是今天批评家们大都反对威尔

金斯的言必有所行的立场，认为文本一旦同作者和

作者的意图分离开来，同它当时的发生语境分离开

来，便是漂浮在真空之中，而具有无限的阐释潜

质。是以没有哪个文本拥有确凿无疑的本原意义和

终极意义。文本在它发生之初，它的本原意义和终

极意义，就遗失不见了。

那么，威尔金斯又会怎样回答这些当代批评

家？他的答复又能不能让当代批评家信服呢？艾柯

说，我们假定印第安奴隶的主人估计会如此修书：

“亲爱的朋友，我奴隶带来的这个篮子里有 30 个无

花果，那是我送您的礼物，期盼如何如何……”收

信的主人则确信书信提到的篮子，必是印第安奴

隶手提的篮子；提篮子的奴隶，必是他朋友给了他

篮子的奴隶；信上提到的 30 个无花果，指的必也

是篮子里的果子。但是威尔金斯的这个寓言绝非无

懈可击，比如说，假设的确是有人给了一个奴隶一

个篮子，可是半道上这奴隶给人杀了，换了另外一

个主人的奴隶，甚至 30 个无花果，也给掉包换上

了 12 个其他来路的果子，那又当何论？不仅如此，

假设这新奴隶将这篮子送到另外一个收件人手里

呢？假设这个新的收件人压根就不知道哪位朋友如

此惦记着他，要送他果子呢？如此这般推演下来，

意义的确证确实就是没有边际了。

但是文学的想象确实就是无际无涯。艾柯带领

他的读者继续设想道，倘若不光是最初的信使给人

杀了，杀手还吃光了果子，踩扁了篮子，将书信装

入一个小瓶，扔进了大海，直到 70 年后，给鲁滨

孙发现，那又怎样呢？没有篮子，没有奴隶，没有

果子，唯有书信一封。艾柯接着说：

即便如此，我打赌鲁滨孙的第一个反应会

是：果子在哪里？只有在这个第一反应之后，

鲁滨孙才会梦想到究竟有无果子，有无奴隶，

有无发件人，以及可能是压根就没有果子，没

有奴隶，没有发件人；梦想到说谎的机器，以

及他成为何其不幸的收件人，同一切“超验意

义”断然分离了开来。［3］

艾柯这里的意思是清楚的。那就是文本的阐释语境

可以无穷无尽延伸下去，哪怕是多年之后成为笛福

小说《鲁滨孙漂流记》里的又一段情节。但是有一

点同样不容忽视，那就是任何一个文本，必有一个

最初的字面意义。唯有在这个字面意义之上，任何

阐释的延伸才有可能。诚如艾柯所言，假若鲁滨孙

懂英语的话，他必定明白这信里讲的是无花果，不

是苹果，也不是犀牛。

还可以进一步想象。艾柯这回假定捡到瓶子的

是一位天资过人的语言学、阐释学、符号学的学

生。这位学霸推断下来，又有新的高见：其一：信

件是密码，“篮子”是指军队，“无花果”指 1000 个

士兵，“礼物”则指救援。故这封信的意义就是，

发件人派出一支 30000 兵士的大军，来救援收件

人。然而即便如此，士兵的人数也还是限定的，那

是 3 万，而不是其他人数，比如说 180，除非一个

无花果代表 60 人。其二，无花果可以是修辞意义

上的用法，就像今天我们所说的，某人竞技状态良

好（in good fig）、身穿盛装（in full fig）、身体不佳

（in poor fig）等，无花果在这里是比喻，同某人饱

餐了顿无花果，或者像个好果子、坏果子之类没有

关系。但是艾柯提醒读者，即便是比喻用法，也得

明白喻体是无花果，而不是苹果，不是小猫。

最后，艾柯假定这一回收件人是一位熟通中世

纪文本阐释的批评家。有鉴于艾柯本人对中世纪美

学和艺术情有独钟，且建树丰厚，其博士论文《托

马斯·阿奎那的美学》堪称中世纪美学的一部百科

全书，这让人怀疑他是不是夫子自道，或者，以身

说法。艾柯说，这位擅长中世纪寓意解经的批评

家，会假定瓶子里的信息，是出于一位诗人手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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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会从字面上充满诗意的私人代码里，嗅出隐藏其

后的第二层意义。如是“无花果”提喻“水果”，

“水果”隐喻“正面的星体影响”，“正面的星体影

响”又寓指“圣恩”。如此环环延伸下去，亦是无

穷无尽。但是艾柯强调说，在这个中世纪阐释模式

的例子里，批评家虽然可以海阔天空大胆假设，但

是他坚决相信，这许多形形色色、互相冲突的假设

当中，究竟也会有某种可行的标准，而使某一些假

设较之另一些假设更见情理。这当中无关信札作

者的意图，但是必关涉着最初信息的历史和文化

语境。

在艾柯看来，正是文本发生之初的文化和历史

语境，构成了日后一切阐释的发生点。是以阐释终

究是有边界，后代的阐释家和批评家，没有权力声

称威尔金斯掌故中的这封书信，可以无所不指：

它可以意指许多东西，但是有一些意义，

假设起来就是荒诞不经的。我并不认为它可

以意指有人急于表明，它指的是拿破仑死于

1821 年 5 月；但是挑战这类天马行空的阅读，

也可以成为一个符合情理的起点，以推定那条

信息至少有什么东西是不能信誓旦旦胡作结论

的。它说的是，从前有一篮子无花果。［4］

从前有一篮子无花果。包括奴隶、果子的数量，这

都是以上书信的“字面义”。艾柯指出，虽然文本

究竟有没有“字面义”的说法学界多有争论，但是

他始终认为，语词在词典中的首要释义，以及每一

位读者对于语词的本能反应，便是一个特定语言单

元的字面义。

《阐释的界限》发表的同一年，艾柯在剑桥大

学“丹诺讲座”上作了题为《阐释与历史》《过度

阐释文本》《作者与文本之间》的三个讲演，理查

德·罗蒂、乔纳森·卡勒、克里斯蒂娜·罗斯分别

给予回应。讲座统共七篇文献由东道主剑桥大学文

学教授斯特凡·科里尼编为文集，取名《阐释与过

度阐释》，面世之后广为传布，引人瞩目。第一篇

讲演中，艾柯一开始就宣布他 1962 年出版的阐释

理论成名作《开放的作品》，是给人误读并误解了：

在那本书里我倡导做主动的阐释者，来阅

读那些富有美学价值的文本。那些文字写成之

际，我的读者们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整个作品的

开放性方面，而低估了这个事实，那就是我所

支持的开放性阅读，是作品引出的活动，目的

在于进行阐释。换言之，我是在研究文本的权

利和阐释者的权利之间的辩证关系。［5］

艾柯重申了他 1989 年在哈佛大学皮尔斯国际会议

上的发言立场：符号指意过程没有边界，并不导致

得出结论阐释没有标准；阐释具有无尽的潜能，并

不意味随心所欲跑野马，也不意味每一种阐释行

为，都能有个幸福结局。即是说，读者光注意到是

书鼓吹作品的开放阅读，却忽略了他其实提倡开放

性必须从文本出发，因此会受到文本的制约。

艾柯明确反对“过度阐释”。一如无花果的故

事所示，他指责当代有些批评理论断定文本唯一可

靠的阅读就是误读，文本唯一的存在方式是由它所

引出的一系列反应所给定，就像托多洛夫所说的那

样，文本不过是一次野餐，作者带语词，读者带意

义。他反驳说，即便真是这样，作者带来的语词，

也是一大堆叫人犯难的物质证据，读者是不能躲避

过去的，无论他保持沉默也好，吵吵闹闹也好。艾

柯说：

要是我没有记错，就是在英国这个地方，

多年以前，有人提示言辞可以用来行事。阐释

文本，就是去解释这些语词为什么通过它们被

阐释的方式，能够来做各种各样的事情（而不

是其他事情）。［6］

艾柯这里指的应是分析哲学剑桥学派的约翰·奥斯

丁。奥斯丁出版的一本小书《论言有所为》（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后来成为言语行为理论的

第一经典。该书的宗旨，是言语行为的目的，是诚

恳交流，不可以无的放矢、信口开河。言语如此，

文本亦然。美国当年同希利斯·米勒围绕解构批

评展开过论争的批评家艾伯拉姆斯 1989 年出版过

一部文集，便是借鉴奥斯丁，取名为《文有所为》

（Doing Things with Texts）。换言之，文本必须有所

作为，以使能够“以文行事”，而不是一味夸夸其

谈、不知所云、任由能指堕落为鬼符幽灵般与世隔

绝的白纸黑字。

艾柯显而易见不满是时如日中天的解构主义阐

释模式。第三篇讲演《作者与文本之间》开门见山

批评德里达长文《有限公司 abc》，认为德里达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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绕约翰·奥斯丁言语行为理论对美国分析哲学家约

翰·塞尔展开的反击，是断章取义，对塞尔文本作

游戏式的任意切割。更称这样一种令人眼花缭乱的

哲学游戏，好比当年芝诺“飞矢不动”的相对主

义。所以不奇怪，回顾过去数十年间文学批评的发

展进程，艾柯感慨道，阐释者即读者的权利，是被

强调得有点过火了。是以殊有必要限制阐释，回归

文本，从鼓吹作品无限开放的神秘主义路线，或者

说当代的“文本诺斯替主义”，回到长久被弃之如

敝屣的作者意图和写作的具体语境上来。

二  实用主义者的进途

罗蒂的报告题名为《实用主义者的进途》。这

位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已故代表人物，对艾柯的

呼应首先是从小说《傅科摆》谈起的。罗蒂说，他

读艾柯的《傅科摆》，感觉艾柯显然是在讽刺科学

家、学者、批评家和哲学家，讥嘲他们认定自己是

在破解密码、去芜存菁、剥开表象、揭示真实。所

以《傅科摆》是一部反本质主义小说，它戏弄了这

样一种观点：所谓平庸的表面之下掩盖着深刻的意

义，只有幸运的人，才能破解复杂代码，得见真理

面貌。在他看来，后者是指向 17 世纪占星术家罗

伯特·弗拉德（Robert Fludd）与亚里士多德之间

的相似点，或者说，将神秘主义与哲学联系起来的

交通渠道。

进一步看，罗蒂认为《傅科摆》是结构主义的

升级版。结构对于文本来说，好比骨骼之于肉体、

程序之于电脑、钥匙之于锁链。艾柯本人早年的

《符号学理论》，有时候读起来，就像在努力破解

代码的代码，揭示隐藏在千头万绪各种结构背后的

普遍结构。是以《傅科摆》跟《符号学理论》的关

系，就是维特根斯坦晚年著作《哲学研究》跟早期

著作《逻辑实证论》之间的关系。诚如晚年维特根

斯坦终而是摆脱了搁置不可言说之物的早年幻想，

艾柯的《傅科摆》也是在努力摆脱充斥在他昔年著

作中的各式各样图标学究主义。

那么，实用主义者的进步路线又当何论？罗蒂

描述的这个进程，其实一半也是在夫子自道。他

说，在起初，追求启蒙之余，人会觉得西方哲学中

所有的二元对立，诸如真实和外观、纯粹光照和弥

漫反射、心灵和身体、理性的精确和感性的凌乱、

秩序有定的符号学和漫无边际的符号学等，都可以

搁置一边。不是将它们综合为更高的实体，也不是

加以扬弃，而是干脆就忘却它们。你只消读尼采，

就到达了这一启蒙的初级阶段，会明白所有这些二

元对立，不过是隐喻了他们对于极权、控制的想

象，与他们自己微不足道的现实地位之间存在多么

大的反差罢了。

再进一步，罗蒂说，人再读尼采的《查拉图斯

特拉如是说》，不禁哑然失笑，加上一点弗洛伊德

的知识，马上就会开始醒悟，那不过是改头换面揭

示男人不可一世、恃强欺弱，逼迫女人就范，抑或

是孩子不愿长大，期望回到父母怀里重当婴儿。而

到最后一步，罗蒂的说法是，实用主义者会开始明

白在先的那么多反转，不是盘旋上升走向启蒙，而

不过是偶然遭际落到手里的书籍，意蕴各各不同而

自相牴牾的缘故。这个境界很难达到，因为实用主

义者总是会做白日梦，幻想自己就是世界历史的救

世主。但是实用主义者一旦摆脱白日梦，他或她就

最终能够将所有的描述，包括他们作为实用主义者

的自我描述，根据它们作为目的工具有没有用来进

行评价，而不再顾及它们对被描述对象的忠实程

度了。

根据这个实用主义者的进途来读艾柯，罗蒂发

现他同自己其实也曾志同道合来着，那就是两人早

年都是野心勃勃的代码破解者。罗蒂说，他 27 岁

左右的时候，对查尔斯·皮尔斯的符号三分法迷得

不行，想必艾柯年轻时候也钻研过这位形而上学符

号学家。要之，他愿意将艾柯引为一个同道实用主

义者。不过，一旦他阅读艾柯的文章《读者意图》，

这种意气相投的感觉就荡然无存了。因为在这篇

跟《傅科摆》大体是在同一时期写作的文章里，艾

柯提出坚持在“阐释”文本和“使用”文本之间做

出区别。这个区分，实用主义者是不能接受的。罗

蒂说：

根据我们的观点，任何人用任何东西做任

何事情，都也是使用它。阐释某样东西，了解

它，切入它的本质，如此等等都不过是描述的

不同方式，描述使它得以运作的某个过程。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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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想到我读艾柯的小说，有可能被艾柯视为在

使用，而不是在阐释他的小说，我甚感不安。

同样不安的还有艾柯没有考虑到文本的许多非

阐释性使用。［7］

很显然，罗蒂反对艾柯主张文本的阐释和使用可以

分别论证的立场，反之认为它们是为一途。他认

为艾柯的“阐释”和“使用”两分法，就像批评

家赫希（E. D. Hirsch）要把意义（meaning）和意

味（significance）区分开来，以前者为进入文本本

身，后者为将文本与其他事物联系起来。似这般样

将内与外、事物的非理性与理性特征区分开来，罗

蒂说，举凡像他这样的反本质主义者，都是不能接

受的。

对艾柯为什么要将文本和读者判然分立开来，

为什么津津乐道来区分“文本意图”和“读者意

图”，罗蒂表示不解。艾柯这样做，目的何在呢？

这是不是有助于区分艾柯本人所说的“内在的文

本 一 致 性 ”（internal textual coherence） 和“ 无 法

控 制 的 读 者 冲 动 ”（the uncontrollable drives of the 

reader）？罗蒂指出，艾柯说过后者“控制”前者，

所以检查什么是“文本意图”，最好的方法便是将

文本视为一个一致的整体。要之，这个区分就成为

一个个壁垒，让我们肆无忌惮、随心所欲将万事万

物纳入罟中。罗蒂表示欣赏艾柯提出的循环阐释模

式，指出这是一个古老然而依然行之有效的循环阐

释论，即是说，以文本阐释的结论，为同一文本新

一轮阐释的起点，而所谓文本正是由这样一轮又一

轮的循环阐释积累而成。艾柯的这一循环阐释观

点，实际上也使他本人耿耿于怀的文本内部 / 外部

的区分顿时变得含混模糊起来。

那么，文本的内在一致性即意义，又该如何理

解？罗蒂认为，文本的一致性不是在被描述之前就

事先存在的东西，一如斑斑点点，只有将它们连

接起来，才能见出意义。所以意义不过在于这样一

个事实：我们对某一系列符号或者声音感兴趣，将

它们串联起来进行描述，换言之，把它们跟我们与

感兴趣的外部事物联系起来。比如说，我们描述

的可以是一系列非常晦涩的英语词汇，是乔伊斯

值一百万美元的手稿，是《尤利西斯》的早年版本

等。由是观之，文本的一致性既不内在，也不外在

于任何事物，它不过是关于这个事物迄今已有相关

言说的一种功能。这一点在哲学上固然不言而喻，

即便转向争议更多的文学史和文学批评，亦是如

此。对此，罗蒂说：

我们当下说的东西，必然跟先前我们或他

们已经说过的东西，即对于这些符号的先期描

述，有着合理的系统的推论联系。但是在我们

讲述（talking）某物和言说（saying）某物之

间划一道界限，除非是因为某个特定目的、事

出彼时我们正好具有的某种特定意图，那是没

有道理的。［8］

罗蒂的“反本质主义”立场至此清晰无疑：文本的

意义产生在文本进途不断的阐释过程之中，而阐释

本身是一个完整的、不可分裂的过程。是以罗蒂骄

傲地声称，对于他们实用主义者来说，主张事物原

本就存在，可由特定的文本“真正”解说出来，或

者严格运用某一种方法揭示出来，那是荒诞不经

的。其荒诞一如古老的亚里士多德概念，那就是认

定天下事物有一个内在的不朽的本质，同其偶然

的、相对的外观适成对照。

三  阐释与过度阐释辩

乔纳森·卡勒的文章旗帜鲜明题为《为过度阐

释辩》，对罗蒂的观点进行了全面反驳。卡勒指出，

罗蒂的报告主要是回应艾柯以前的文章《文本意

图》，那篇文章和“丹诺讲座”上艾柯的系列讲演，

题旨是有所不同的。他本人则希望来谈艾柯现在三

个讲演的话题：“阐释与过度阐释”。对于罗蒂的立

场，卡勒明确表示不敢苟同，认为罗蒂坚信一切老

问题、老差异，在他那幸福的一元论面前，都可以

迎刃而解，烟消云散。他用罗蒂自己的话讽刺罗蒂

说，只消认定任何人做任何事情，都是在使用它，

一切问题便都不成问题，何其简单！但这样做实际

上于事无补，对于安贝托·艾柯和其他批评家提出

的问题，包括文本如何挑战我们的阐释框架等，都

没有做出实际回答。这些问题依然存在，并不因为

实用主义者罗蒂让我们放宽心投身于阐释，就化解

不见。

卡勒指出，阐释本身是不需要阐释的，它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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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伴着我们。但是就像大多数知识活动，阐释一旦

走向极端，就需要阐释了。不温不火的阐释呼应共

识，它虽然在一些场合中也有价值，但是没有多大

意思。而他所要强调的是“极端阐释”。换言之，

阐释语必惊人，与其不温不火四平八稳，不如走极

端路线。卡勒并引 20 世纪初素有“悖论王子”之

称的英国作家 G. K. 切斯特顿的名言：批评要么什

么也别说，要么使作者暴跳如雷。这似乎是在鼓吹

走极端，究其一点，不及其余。但这类解构批评态

势，充其量不过是一种姿态，真要诉诸实践，谈何

容易。或许德里达以“药”解构柏拉图、以“文

字”解构卢梭、以“不许写诗”解构奥斯丁，可以

算是样板。虽然后人很难效法，但是这些样板本

身，毋宁说也已经进入了批评和阐释的经典案例。

关于阐释，卡勒表明立场说：

我认为文学作品的阐释生产，既不应被视

为文学研究的至高目的，更不应该是唯一目

的。但倘若批评家有志于解决问题，提出阐

释，那么他们就应当尽其所能，运用阐释压

力，思路能走多远，就走多远。许多“极端”

阐释，就像许多平凡阐释一样，无疑都难以有

什么结果，因为它们被认为是信口开河、冗长

累赘、漫无目的、令人生厌。但是倘若它们偏

执极端，在我看来，比较那些力求“完美”或

四平八稳的阐释，就有更多的机会来揭示以往

未能注意或未及反思的关系和内涵。［9］

卡勒这里是坚持了他一以贯之的批评立场：阐释不

是文学研究的最高目的，更不能视其为唯一的目

的；但是批评家有意尝试，那么好的阐释必出惊人

之言，言以往所不言。这样虽然未必名垂青史，就

像平庸的批评和阐释大都也是默默无闻一样，但是

当有更多希望脱颖而出。唯其如此，卡勒认为，大

量被误以为是“过度阐释”，或者说轻一点，过度

理解的东西，究其目的正是力图将作品文本与叙

事、修辞、意识形态等机制联系起来，而且艾柯本

人就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所以我们是在社会生活

的不同领域去发现意义得以生成的系统和机制。这

个系统和机制，毋宁说也就是一种语境。

针对罗蒂对艾柯的指责，卡勒为艾柯做了辩

护。他指出，在罗蒂看来，解构主义是错误的，因

为它不愿意接受读者有使用文本的不同方式，其中

没有哪种方式对文本的见解“更为基础”。他反问

说，解构批评说过文本的意思就是读者要它表达的

意思吗，说过文本有着有待发现的各种结构吗？在

这一点上罗蒂并不比他批评的艾柯更高明。艾柯至

少有助于解释解构批评何以主张文本可以颠覆既定

范畴，让人希望落空。故而艾柯对边界的关注，这

样来看是被人误解了。艾柯其实是要说文本为读者

提供了极其宽阔的视野，然而这个视野终究是有边

界的。那么，解构对于阐释又意味着什么？卡勒重

申道：

恰恰相反，解构主义强调意义是被语境束

缚的——这是文本内部或文本之间的一种关系

功能——但是语境本身是无际无涯的：永远存

在引出新语境的可能性，所以我们唯一不能做

的事情，就是设立界限。维特根斯坦问，“我

可以说‘布布布’，来指如果天不下雨我要出

去散步吗？”他回答道，“只有在一种能用某样

东西意指某样东西的语言中，才有可能”。［10］

这还是在重申他 1982 年的《论解构》中文本的意

义取决于语境，然语境无际无涯的解构主义阐释

观，包括维特根斯坦例子的再一次运用。卡勒指

出，维特根斯坦的自问自答似乎是设立限制，表

明“布布布”永远不可能意指“如果天不下雨我要

出去散步”，除非语言有所不同，是在另一种完全

不同的语言里面。但是语言运行的方式，特别是文

学语言，却是预防了此类坚固边界的设定。诚如当

年《论解构》中卡勒本人所言，一切将语境代码化

的企图，总是能被植入它意欲描绘的语境之内，产

生一个跳出原初模式的新语境来。是以维特根斯坦

说人们不能说“布布布”来意指“如果天不下雨我

要出去散步”，反倒似非而是地使这样做成了可能，

至少引诱人往这方面去想，特别是对了解上述语境

的读者而言。

卡勒始终在反复重申他的过度阐释辩护立场。

他最后指出，艾柯的第二个讲演《过度阐释文本》

里，将“过度阐释”比作“无节制奇迹”，指责它

过高估计了鸡毛蒜皮细节的重要性，从而导致批评

家对文本大惑不解。但是对于他本人，卡勒说，恰

恰相反他觉得这是深入语言和文学资源的最好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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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与其避之不及，不如说求之不得。换句话说，

过度阐释需要不凡天资，这天资不但无需避免，而

且需要加以培养。假如因噎废食，对文本和阐释中

自由游戏的奇迹状态视而不见，那会是非常遗憾的

事情。因为在今天过度阐释也好，过度想象也好，

个中的奇迹状态其实是稀有之物，虽然艾柯本人的

小说和符号学探索，作了许多可敬的示范。

多年之后，卡勒将他这篇讲稿改写后，编为

《理论中的文学性》第七章，最后并增加罗兰·巴

特《S/Z》的例子，作为过度阐释的例子。巴特步

步为营，逐字分析巴尔扎克小说《萨拉辛》，可不

就是“过高估计了鸡毛蒜皮细节的重要性” ！

四  阐释的公共性

多年以后，张江发表文章，质疑艾柯在丹诺讲

座上的阐释边界论，认为它言不由衷、口是心非，

忘记了他当年《开放的作品》如何鼓吹文本的开放

性、模糊性和阐释的无限功能，从而为读者中心论

的形成和发展推波助澜。然而，张江说，在丹纳讲

坛上，艾柯又努力来对阐释范围进行科学限定，坚

决反对“过度诠释”，并且从揭示云里雾里近似诺

斯替主义的阐释神秘主义入手，批评阐释可以无限

延伸的说法，进而提出一定存在着某种对阐释进行

限定的标准。对于艾柯的这一迷途知返的阐释界限

论，张江在给予充分认可的同时，注意到也突出强

调了艾柯的小说家身份：“我们必须注意，并且要

突出强调，作为符号学的创始者，艾柯不仅是一位

文艺理论家，同时也是蜚声世界的小说家，是真正

的创作实践中人。”［11］

同年张江刊出《公共阐释论纲》，从建构共通

理性的角度入手，提倡文本解读的一种“公共阐

释”。作者开篇言明他写作此文的宗旨道，从海德

格尔、伽达默尔到德里达、罗蒂这一脉的当代西方

主流阐释学，是张扬叔本华、尼采和柏格森等人的

传统，以非理性、非实证、非确定性为总目标，走

上一条极端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道路。反之曾经

长期流行的哲学本体论阐释学，则江河日下、漏洞

与裂痕百出。所以殊有必要需要重新讨论阐释，包

括阐释是公共行为还是私人行为？文本是否可以任

意阐释而无须公共认证？公共阐释的历史谱系和理

论依据何在？张江言简意赅给他的公共阐释下了一

个定义：“公共阐释的内涵是，阐释者以普遍的历

史前提为基点，以文本为意义对象，以公共理性生

产有边界约束，且可公度的有效阐释。”［12］这个定

义高屋建瓴，具有舍我其谁的理论气派，但是它与

前面艾柯《阐释的界限》开篇引述的无花果故事，

多多少少似有所勾连。这个勾连的环节不是别的，

就是文本。两人同样不满意当代文学与理论奉解构

主义为圭臬的“过度阐释”，同样在踌躇不决文本

的“本真意义”究竟有无可能。诚如张江自己的解

释，他说“以文本为意义对象”，是指读者须得承

认文本的自在意义，文本及其意义是阐释的确定标

的。这个作为意义对象的文本，毋宁说，便是艾柯

念念不忘的 “从前有一篮子无花果”。

张江提纲挈领，指出他的以上公共阐释定义具

有六个特征。其一，公共阐释是理性阐释。即是

说，阐释的生成、接受、流传均需以理性为主导；

非理性的精神和行为可以参与阐释过程，但必须经

由理性逻辑的筛选。其二，公共阐释是澄明性阐

释。它将晦涩难解的文学和历史文本细细澄清，以

使大众读者也能够领略它们的艰深含义。其三，公

共阐释是公度性阐释。所谓公度性，是说立足公共

理性建构公共视域，强调阐释与对象、对象与接

受、接受与接受之间，是可以共通的。其四，公共

阐释是建构性阐释。它反过来在最大公度性中提升

公共理性，扩大公共视域。其五，公共阐释是超越

性阐释。它超越于个体阐释，将之最大限度地融合

于公共理性和公共视域，升华为公共阐释。其六，

公共阐释是反思性阐释。它与文本对话交流，在交

流中求证文本意义，达成理解与融合。所以公共阐

释不是强加于文本的强制阐释，而是在交流中不断

省思和修正自身，构成新的阐释共同体。

公共阐释上述六个特征，如果跟上面罗蒂等人

的三种阐释思路作一比较的话，我们发现它可以沟

通艾柯阐释应有适当界限的观点，也可以呼应罗蒂

将阐释视为一个完整的、不可分裂的过程的说法，

但是它肯定大不同于事实上是针锋相对于卡勒的过

度阐释论。阐释究竟是属于私人性质，还是公共性

质，还是私人话语和公共话语兼而有之？当然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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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二者兼而有之。但是即便兼而有之，游刃有余是

一种境界，左支右绌又是一种境界。

但是公共阐释说到底也是一个权力问题。在与

英国社会学家约翰·汤普森（John Thompson）的

一次访谈中，张江明言他的公共阐释思想可以得出

如下结论：高张想象的私人性个体阐释不是说不可

以存在，但是它必须接受公共理性约束，唯其如

此，阐释的私人理解可望升华为公共理解。张江强

调他所标举的这个“公共阐释”，尚未见先例，是

一个新的复合概念。但是这个概念并非空穴来风，

而是有着丰厚的理论积淀。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

理论、海德格尔关于存在与时间的学说、伽达默尔

关于世界和言说的观点以及费什关于阐释群体的设

计等，在张江看来，都是从正反两方面为公共阐释

的形成与贯彻，提供了文献基础。总而言之：

第一，阐释首先是一种权力，谁要掌握这

个世界、掌握共同体、掌握群众，就必须拥有

这个权力。第二，有了这个权力还不等于实现

了这个权力，而是必须让越来越多的人接受自

己的阐释，而且要在这个过程中认真听取共同

体的意见，在相互对话交流中不断修正自己的

阐释，让自己的个体阐释变成公共阐释，即一

种有理性、有倾向、目标大致一致的阐释，如

此才能够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13］

当年马修·阿诺德鼎力鼓吹文化如何光明灿烂又赏

心悦目，寄希望它在 19 世纪工业革命的动荡时代

中力挽狂澜，引领社会进步，是以被葛兰西称为资

产阶级杰出的有机知识分子。张江不遗余力倡导公

共阐释，伸张阐释权力，在这个背景上看，当可视

为以政治和权力为标尺，为无产阶级的文化领导权

张目。从更广泛意义上看，指责荷马情感泛滥，以

颂神和歌颂当代政要为好诗标准的柏拉图诗学，一

定程度上可视为公共阐释的滥觞。

结  语

综上，本文陈述了以艾柯、罗蒂、卡勒和张江

为代表的四种阐释模式，假若以阐释家不做苛求的

某一主导身份为标识，或者我们可以分别名之为

小说家、哲学家、批评家和理论家的阐释模式。在

小说家如艾柯，阐释的语境可以无穷无尽，然文本

必有其字面的意义。文本发生之初的文化和历史语

境，构成日后一切阐释的发生点，是以阐释应有边

界。在哲学家如罗蒂，阐释就是使用，要看它是不

是实用，而不是取决它是不是名副其实，构成所谓

的真理。故阐释是一个不断进取的、不可分裂的

完整过程，不存在所谓的原初的、本真的意义。在

批评家如卡勒，阐释语必惊人，与其不温不火四

平八稳，不如走极端路线。所以“过度阐释”情有

可原，因为它说到底是力图将作品文本与叙事、修

辞、意识形态等勾连起来，而且艾柯本人在这方

面，其实就身体力行的代表。在理论家如张江，阐

释必须具有公共性，私人性质的个体阐释可以存

在，但是必须接受公共理性的约束，以升华为公共

理解，舍此不足以言阐释。故阐释也是一个权力问

题，是实现文化领导权的关键组成部分，不应回避

它的政治目的。

很难说这四种阐释模式孰优孰劣。就它们无一

例外都成了当代阐释思考的主流理路来看，可以

显示以阐释本身为阐释对象的“元阐释”，正方兴

未艾。很显然这四种阐释立场都不是孤立的，而

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纠葛难分。艾柯重

申阐释当有边界，貌似公允合理，但是挑剔下来

的话，很使人怀疑他在小说家和符号学界双重身

份功成名就之际，是在改头换面重弹“意图谬误”

（intentional fallacy）， 或 者 说， 含 蓄 伸 张 作 者 的

权利。就罗蒂的阐释不在于有理无理，而在于好

用不好用的话，往好处说是强调实践是评价阐释

的唯一标准，往糟处说便是在为读者中心主义作

实用主义哲学的辩解，或者说，转弯抹角地重拾

“感受谬误”（affective fallacy）。卡勒的立场是阐释

非有见人所不见的惊人之言，不是好的阐释。诚

如他的标题所示，这明显是在为“过度阐释”辩

护，似不足为道。但卡勒没有说错，阐释同理论

一样，凡言阐释，必跨学科。张江的公共阐释模

式，则是毋庸置疑地重申了柏拉图以降的文学政

治学传统。19 世纪弗雷德里希·施莱尔马赫提出

“普遍阐释学”的概念，以为破解形形色色一切文

本的理解之道。之后狄尔泰更以阐释学为解释人

文科学所有学科的基础所在，认为自然科学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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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系通过统计和归纳数据的“解释”达成，人文

科学的目标则是建立一种普遍的“理解”理论。

这如前面艾伯拉姆斯所言，“阐释学”终而用来指

普遍性的阐释理论建构，对象所指不仅有文学文

本，同样包括法律、历史、神学以及一应人文科

学的文本。

就本人而言，我比较支持乔纳森·卡勒的立

场。阐释和一切话语的意义传播，当然追求普遍

性，但这并不意味抹杀阐释的个性。阐释固然反对

信口开河、漫无目的，但如卡勒所言，深入语言和

文学资源的最好契机，或许就潜藏在批评家不知所

措的迷乱状态之中。只是凡是往事，皆为序章，诚

如罗兰·巴特《S/Z》开篇“题记”所示，百分之一

机遇的灵感契机，是建立在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之

上。巴特的“题记”本来是讽刺结构主义殚精竭虑

破解代码的雄心，跟罗蒂所见同为一路。但是期望

出奇制胜，一鸣惊人，又谈何容易。那果真就是百

分之九十九的汗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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